

[bookmark: _GoBack] 引言
        这部历史社会学研究探讨的是亚洲对全球现代性的不可持续性已知的各种社会与文化回应，无论这种回应是现有的，还是潜在的。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涵盖过去百年左右，我之所以这样追溯过去，是为了更好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应对。三个全球性变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第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第二，权威性的超越来源的消亡（例如传统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第三，日益凸显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危机。
         我认为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社会学范式。而这些起源于19世纪的范式基本上都是解释西方兴起的理论尝试。对这个历史叙述最为清晰和全面的理论化解释来自于马克斯∙ 韦伯 (1864-1920)—— 对于他的工作我万分敬佩。韦伯相信知识只有在西方才取得了普遍的意义和效力。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中统摄一切的主题是追溯理性化漫长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其发展顶峰。 按照韦伯的理解，理性化意味着用可计量性和预测来控制世界。它起源于一个叫“除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和技术知识取代了宗教与非理性知识。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却又萌生于某种形式的宗教知识、伦理和纪律，即新教。 
       韦伯理论也屡屡成为批评的对象。最早的批评者是一战刚结束时的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后来又有20世纪中叶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史家，以及最近某些学派的历史经济学家的批评，这些学者主张亚洲尤其是东亚一直到19世纪初曾经和欧洲一样高度发展并且经历了早期工业化（或者“勤勉革命”）。
          我对这其中一些批评者的意见不无同感，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与他们却不太一样。与其指责韦伯及其支持者的经验性缺漏或偏见，我倒是希望能够从根本上质疑韦伯传统，即用一个不同的标准对韦伯传统进行“重估”或“再评估”。我对韦伯范式的主要论点大体并无异议：无论是他对新教精神是现代西方纪律出现起到的关键作用的评价，还是他所谓 “中国的宗教”和“印度的宗教”没有能力导致现代化革命的观点。我想做的是通过修改这一范式提出以下观点：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现代化革命曾经需要的文化和主体性条件。它们已经导致了人对自然征服的过度：我们现在遭遇到一种可持续性危机——很大部分地球生物将无法在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下生存下来。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现在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中国和印度的替代性传统，以检验它们是否能为可持续性提供更为可行的宇宙论基础，既然它们的诸多禀性已经应用到现代性的流转过程中？当然，这些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禀性与现代性感觉格格不入，也有许多禀性过分适应于民族主义、利润最大化和人类过度开发的欲望。但对于许多人而言，很多更早的宇宙论或是其部分至今仍有意义。这些古老的宇宙论对于自我的形成和修炼，以及将自我与地方、社群、环境和宇宙联系起来的方法而言尤其重要。这些古老的修身模式也深刻影响了我对于亚洲应对现代性危机的理解。
米歇尔∙福柯在其晚年论述中通过对古罗马时代的传记的考察，探索了作为个体的主体是如何不仅借助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或知识/权力）而且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成为道德主体的。[endnoteRef:1]  亚洲历史上也充满了各种相互竞争的道德修养和自律的理论与实践。例如十六世纪伟大的儒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王阳明就曾出一套独具特色的修身哲学，作为完美道德生活的指南发展。这套哲学与中国过去的思想和实践迥然不同。对王阳明而言，天理本来就包含在人心之中，只是受到自私自利的欲望才不得彰显，而克服一己私欲的办法并不在于当时普遍接受的新儒家的“格物致知”，而是要端正思想和道德行动。[endnoteRef:2]  王阳明的思想以他的修身学派在许多东亚社会群体广泛流行，其中包括日本的武士阶层。  [1: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2:  P. J. Ivanhoe 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 of Mengzi and Wang Yangming  Hackett, Indianapolis; 2002. 96-98. 关于中国最近的日常养生实践的复兴，参见： Judith Farquhar and Zhang Qicheng, Ten Thousand Things: Nurtu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Zone Books, New York, 2012. ] 

       流转和超越性这两个基本概念贯穿本书始终。作为本书分析的核心概念，它们都是在历史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却被忽略的现象和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所说的“流转历史”现在正在被更多人接受，而现在我们也有了数量客观的关于国家间和地区间交流的历史数据。但人们尚未详细讨论过流转历史的概念化以及在线性或“有边界”的历史之上强调流转历史的深远意义。我这本书的前几章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如果说流转历史这一概念也许还得到了更多历史学家的支持，超越性则无疑是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避之不及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不难证明，世界历史中许多意义重大且丰富多彩的变化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想象、灵感、承诺和信念的超越性来源联系在一起。这些超越的特质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历史变迁的解释，除非我们将它们和社会结构和环境状况放在一起来理解。
 
流转历史与超越
由于超越对于我这项研究至关重要，我在引言中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个概念。首先，我将比较社会科学中对超越性的不同定义，并阐述我的实用意义。其次，我将简短地介绍我自己对于“对话式超越” 的定义。最后，我将讨论我对超越与流转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学术上的超越理论主要从“轴心时代文明论”这个历史社会学传统中发展出来。我会引用该学派的思想，但也会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我自己概念化的重要出发点。这一学派的思想最初来自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见解，后来又得艾森斯塔德 (S.N. Eisenstadt)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和罗伯特∙贝拉 (Robert Bellah) 等著名学者发扬光大。“轴线时代”指的是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在那时的欧亚大陆核心地区：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社会、哲学和宗教等领域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在这个轴心时代，一批哲学家、先知和我们现在叫做宗教思想家的人投身于对人类意义的探索。他们通过诉诸于超出已知世界和魔法解释之外的超越性资源，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endnoteRef:3]  [3: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Shmuel Eisenstadt  ed.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1986] 

	早在轴心时代，理论家们对超越性就给出了多种理解。在最低限度上，超越性意味着超越此时此地的世界。这种超越一般而言包含了一种对当下状态的批评，同时也想象了一种来源于此世之外的权力和愿景，从而为替代既存安排和权力结构提供道德权威。换句话说，超越是可以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来源的，这种合法性来自于此世之外的道德权威。而且这种超越性还不仅仅意味着在时间上对当下的超越：它的使者或先知还经常宣称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最后，许多人还认为反思性、理性知识以及对一种简明概要的世界观也都是轴心时代的产物。在这些人中，荣格∙哈贝马斯对“轴心突破”的以下论断影响最为深远：
“从哲学意义上看，摩西十诫的第一诫（译者注：“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体现了人类认知能力在轴心时代的巨大进步：人类从王权的锁链和专横的神话力量中获得了解放。轴心时代的宗教将深层结构从表层结构中凸显出来，将内涵与表象区分开。这些宗教第一次授予人类反思的自由，让人类有能力将自我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下复杂性中解脱出来。正是有了这些绝对和无条件的概念作基础，我们才能分辨出逻辑的与经验的关系，真理和健康，有效性和生成（genesis），内疚与因果关系, 法律与暴力，诸如此类。[endnoteRef:4]” [4:  Jurgen Habermas Time of Transitions  edited and trans by Ciaran Cronin and Max Pensky,  Polity Press Camb, UK 2006; 160.  参见贝拉的原话： “如果一个人没有象征超越的能力，以一个超越了日常生活领域的眼光的看待日常生活，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看到生活的“彼岸”，那么这个人将陷入被称为“可怕的当下”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Without capacity for symbolic transcendence for seeing the realm of daily life in terms of a realm beyond it, without the capacity of ‘beyonding”…one would be trapped in a world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dreadful immanence. Robert N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011, p 9] 


         哈贝马斯也许太急于将绝对的等同于无条件的，这是因为超越性作为一个概念并不一定需要包括上帝或众神的概念。例如像儒家这样的轴心时代哲学就把现实世界的变化与神的领域区分开来，尽管对儒家而言，天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道德秩序与现世之间的联系当然。佛陀对于任何超越性存在更是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虽然人依然可以通过接近“空”或“涅槃”的状态获得最高的道德与真理。虽然一定成分和某种类型的超越常常是理想与价值的必要基础，但是亚伯拉罕宗教中绝对和全能的上帝的极端超越 ——或者说A.N.怀特海德所说的“一位全能的帝王”或“不动的推动者” ，绝不是超越唯一的表达方式。[endnoteRef:5]  [5: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275] 

我在本书分析中使用的超越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指向一种存在状态。虽然它是一个主观概念，但我们最好还是将它理解成占据 “后知识论”的领域。换而言之，它并不是关于我们认知的过程，而是关于一种认知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在现实世界影响下构成的。多年以来，我试图想为这个范畴寻找到合适的概念化，直到我偶尔读到乔治∙ 齐美尔对宗教的讨论。他的见解对我帮助最大。齐美尔将宗教比作艺术：它可以弥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当然，我也将超越性的和当下的宗教表述区分开来，但我对超越性的使用正符合齐美尔对宗教的描述：宗教是人类欲望的客体化——人类通过互动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维度。注意齐美尔坚持认为这种维度更多地是一种人类主体意识的延伸，跟它在实际中存在与否关系不大。 [endnoteRef:6] [6:  George Simmel, Essays on Religion ed by Horst Jürgen Helle in collaboration with Ludwig Nied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See chapter 1.] 

齐美尔问道：这种形而上学的渴求“曾经被超越性思想所满足......而今却随着信仰内容的流失而陷入瘫痪状态，就如同通向自身生命之路已经断绝”，那么它是否能在一个世俗时代继续存在？它高尚的意义是否可以在生命本身的深处找到？[endnoteRef:7] 我试图证明，虽然面临重重挑战，但这种渴求或者呼唤可以而且需要存在下去。事实上，齐美尔还提出这种渴求的存在是人天性的一部分——至少对具有宗教禀赋（religiously musical）的人是如此——韦伯正是这样描述齐美尔的。虽然我不能确定齐美尔说一个人天性好色究竟是什么意思（person of erotic nature），但他的基本意思还是非常明确的：“正如一位登徒子好色本性不变，一个宗教性的人无论相信上帝与否，永远都是宗教性的。”[endnoteRef:8] [7:  Ibid, p 9.]  [8:  Ibid, p 5. ] 

总而言之，超越在我这里是指人类通过渴望和呼唤不可知的一种认知方式。而超越还有几种特点在不同层次上同时存在。它是以尘世之外的道德权威为基础的对现世状态的批评。这种道德权威经常通过一种反思式和整体性的世界观得以合理化。这个世界观包含理性的、神秘的和实用的知识和行为。而它们的目的在于影响和改变自我和世界。这本书稿的一位读者对我的定义表示困惑：为什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种非宗教）具有超越性，而降神道教（一种宗教）则不具有？当理想或是乌托邦理想能够有效地诉诸于一个普世性权威的来源时，它们都是超越性的。但一旦这个权威来源被现实世界的权力者所占用并使他人不再能够获取它，它也就不再是真正具有超越性的了。从某种角度看，世界历史可以看成是超越性权威不断被获取和制度化的过程。但在历史上，超越性权威曾作为权力更替的来源再次出现，虽然当“替天行道”者认为这种超越性愿景是无可置疑的真理时，这种权力更替常常伴随着破坏性的暴力。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讨论超越性权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有新陈代谢的潜力，以及这种权威革新是否可以避免绝对信念所导致的暴力。 
       在历史上，一种不是那么极端的“对话式超越性”曾经遍布大多数亚洲社会。在这些传统中，一些不一定来自精英层的“大师”通过其身心实践的知识和修行可以以特殊的方式接近这些社会最高真理和道德原则。但与此同时，最高真理和道德原则也对一般人开放，只要他们掌握了通向真理和道德的物质、社会和精神资源。即使是印度社会地位与其它社会奴隶类似的“不可触摸”者，虽然他们生活各种形式的残酷歧视的重压之下，却也可以发展出或接近各种形式的超越。他们的超越性性资源不仅来源于外部那个压迫他们的宇宙论，而且还反对这个宇宙论。只要一种超越真理在不同层次以不同表述的形式共存，那么它就是对话式的。这种共存必须与黑格尔式的辩证思想区分开来：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两种条件项(terms)中的一种否定和替代另一种。超越性真理这种共存以论战和争鸣的方式发生。有时辩论双方互相无视对方，但更多时候辩论各方则是通过“流转行为”，例如吸收或是不公开地“借用”对方的思想，或者以用等级化的安排容纳争议各方。自我修养和修身的自律行为试图将自我以及（或者）社区或地方与超越性理想联系在一起。从历史常态来看，这种自律实践通常并不会以教义的名义消灭宗教群体及其内在表述，虽然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我想在这本书里探索的根本历史问题是流转历史和超越性权威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超越性运动在历史上倾向于固化和制度化为正统思想或高级文化，例如基督教、印度教、国家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化理论等，直到它们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常常来自于超越性领域。这种权威常常会从超越性领域出现。结晶为现世力量的制度化超越可以约束不可控的和破坏性的力量。分析可知，这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关系，社会才能得以组织、控制和秩序化事件和过程无人管治的流转和循环。这种秩序化过程因时空条件而异。我在前面所分区的不同类型和性质的超越性——最广义层面上分为激进式超越性和对话式超越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在这些超越性权威基础上出现的社会类型产生重大影响。 

历史论点
本书的核心历史论点是：流转历史和制度化的超越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其自身的产物——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影响下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我将着重讨论教义或正统与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力量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通过综合的有关文献，我得出以下结论：西方近代早期的竞争型民族主义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战争中，在“上帝选民”的“教派民族主义”的关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的历史大背景既不是商业扩张所带来的世俗主义的宗教宽容，也不是“文艺复兴”甚者“启蒙运动”。相反，这个大背景是某种激进式超越的尖锐化，它对教派民族主义，纪律革命以及社会和政治动员的贡献尤其明显。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启蒙思想的力量的发展后来又将这种教派民族主义塑造成“除魅”后政体中民族主义的世俗化表述。
近代早期是日益扩大和加速的全球流转借助知识、技术和思想的交换将世界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同时，在这个时代里，西欧能够支配和控制新兴全球交换网络。这还是一个西欧的流转/超越性动态与亚欧大陆其它地区，尤其是亚伯拉罕宗教支配以外的区域分道扬镳的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世界其它地区在19世纪末期，那时非西方地区才开始采用西方模式并适应这种关系。在一个教派化允诺权力的年代，教派思想在19世纪的广泛传播影响了许多亚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尝试让自身并不那么极端的超越性也并不很排他的文化传统皈依西方模式。整个亚洲莫不如此：印度的印度教派，日本的神道教派，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佛教徒，中国的太平天国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义和团以及其他一些民间团体。当然，每个社会都使这些思想适应了它们特有的控制思想流转的制度和方式。与此同时，许多社群和团体延续着一种容纳多种超越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态，虽然容纳方式常常是等级式的。尽管亚洲社会吸收了那个时代的新思想和新理想，对话式超越还继续影响着这些社会的自我形成。
         征服去魅化后的自然，使公共资源以至于万物众生都服从资源动员，这是现代人的决心。如今，这种决心已经在那些教派化影响下的亚洲社会取得了进展，将这些社会引向不可持续发展和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尽管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些在多数人眼中是世俗的意识形态，但它们在诸多方面都已经替代或“走私夹带”了上帝选民的教派形式和思想——我将在本书中间几章详加讨论这一点。当全球流转的力量日益使国家在当代这轮全球化过程中互相依赖之时，民族国家排他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在继续阻碍应对全球生态破坏和不可持续性的努力。在这场僵局中，来自一部分发达世界的环保运动已经形成对我们目前深陷的危机的一种重要的回应。与此同时，亚洲的发展中世界也已经开始找回对话式超越性的价值和实践，以拯救他们生活的世界。这些不同力量的大合唱——或者可能是甘美兰（Gamelan）合奏（译者注：印尼传统的打击乐合奏，包括竹木琴，锣和其他打击乐器。最大特色是乐师可以同时演奏两组音。）——能否达到足够动力，使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可持续的愿景和新的超越性？

还是在对下面有些章节进行口头报告的时候，我就曾偶尔遇到过一些学者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我在亚伯拉罕和非亚伯拉罕宗教之间所做的区别有本质化之嫌。我想在一开场就澄清我的立场：我认为以“圣书”为基础的一神教与其它一些宗教传统不同：前者的特点在于其将世界作出“上天堂者”和“下地狱者”的二元划分并把对外传教视为律令（特指后期的亚伯拉罕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后者不仅多神论、泛神论和万有内在神论（Panentheistic）的立场可以共存，允许神性与自然世界水乳交融，而且通过等级化安排使多种信仰永远同时存在。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两者的区别，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里，“对话超越性”和“激进超越性”这两种倾向在所有宗教中都同时存在。
在非亚伯拉罕诸传统中也有许多激进超越或其二元论的趋势，只是它们并非主流；而正如人们所知的，许多类型的苏菲主义就能包容异端，而大公教（Catholicism）——一个被认为是新教发明——曾意味着对异教不加区分的接受或在实践上吸收。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也不乏教派分化和宗教不宽容的激烈插曲，例如伊斯兰教的圣战（Jihads），第二个千年前半段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后来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endnoteRef:9] 一旦那种我称为教派民族主义的社群形成模式适应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教义之间的区别就变得尖锐起来。 历史是一个流转的、富有活力的储藏室。这里储藏着鲜活的未来行动的可能性。其中某些思潮被激活的时机与方式决定了思想和其它历史力量之间关系。 [9:  关于安德鲁希亚（Andalusia）的收复失地运动（ Reconquista）作为未来十字军东征运动意识形态的试炼，参考Roberto Marin-Guzman, “Crusade in Al-Andalus: The eleventh century formation of Reconquista as Ideology” Islamic Studies, 31.3 (1992) 287-318. ] 

宗教的教派化并不是19世纪的宗教流转影响世界的唯一方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若干西方国家的世俗化模式还产生了不受牧师制度化控制的现代“灵修主义”（spiritualism）概念，例如在神智学（Theosophists）和普救一位神教（Unitarian Universalists）中间。这种现代灵修概念与具有包容性和融合性的亚洲宗教传统开始了新的对话。在很多方面，正是流转中形成的杂交产物代表了当代亚洲超越更超出常规和更具挑战性的一个维度。最开始是印度的圣雄甘地对现代性的利维坦卓越的挑战以及甘地主义的环保运动，接着又有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佛教环保运动和“活跃森林僧侣”运动和由济慈法师领导的中华佛教团体，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宗教、灵修和受启示的世俗主义运动以及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和运动纷纷出来批评、反对或纾解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联合进攻对这个星球所造成的生态破坏。
我将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评估这些或宗教或世俗的市民社会运动在当代亚洲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印两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成长、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都在延续着两个世纪以前在西方肇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增长的性质和速度几乎一定会破坏我们这个星球。虽然这两个社会目前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值得称道，但是这些努力对于减轻当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而言还只是杯水车薪。现在我们迫切地需要全球范围的努力，而中印双方也必须做出合理的牺牲。同时，中印两个社会也必须做出一些特殊的努力。它们各自可以重新审视其各自地区和固有的传统，一旦这些传统如果能够通过当下思想和实践的流转被注入新的能量，它们不仅能够而且已经开始以一种更加惊人的方式回应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然，找到传统中某些文化和思想资源并不意味着人们或社群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种理想。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所指出的，晚期中华帝国对于环境并无统一态度：从在陆地和江河上施行的大型工程项目，一直到对“天人合一”秩序的敬畏——在这种秩序下，“气”将天、地、人结合在一起——各种态度应有尽有、千差万别。[endnoteRef:10]   [10: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2004.] 

本书的目标正是要确定亚洲文化中那些能够与人类世（Anthropocene）时代全球责任产生共鸣的传统——这里“人类世”是指人类开始显著影响自然环境的地球地质时代。这些传统不仅仅应该向我们展示人类对于自然（以及其它人类征服的对象）的不同的态度和理想，还应该为我们指出一些不同的修身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通过将人、社会、自然和宇宙重现联系在一起，将能够抵抗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如在过去，虽然这些“自我的技巧”和方式将只能启发小部分人，但是他们能够借助自身的领导能力，发展出以影响政策制定和解决国家主权问题为目标的动员能力，正如绿党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尝试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这本著作还尝试回答我自己一个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和齐美尔那个的问题很像。我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些人常常在他们生命不同阶段从事利他的甚至是圣徒式的事业，无论他们选择的途径是慈善工作，社会事业，非政府组织，还是决心参政？“利他主义基因”与我的答案关系不大，因为外基因（epigenetic）的文化状态既可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可能完全不表现出来。宗教超越在历史上就曾是这种承诺与同情的一个明显的来源：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人以激励，虽然其中很多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当下。它还与一系列相关概念联系密切：决心、牺牲、受苦、同情、信念、爱和无私。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需要实实在在的拯救的时候，正好缺少一种能够足以维持这种承诺的宗教文化，那么我想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考察这种承诺的历史和文化来源。
 
章节概述
概而论之，这本书包含三种类别的研究。虽然每个章节在研究类别之中各有侧重，但三种类别的研究并不能清晰地分割到不同章节或章节组之中。前两个类别的问题是历史学的：第一，找出那些导致不可持续路径的历史力量或发展。这需要超越现代化叙事或对资本主义简答还原式的批评，在更广阔的历史中寻找答案。第二，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在历史和当代世界找出有助于我们恢复一个更可持续发展世界的替代性来源、方法、思想和运动。第三个类别的研究涉及方法和概念。作为一个学者，我的目标是针对各人文学科，以“可持续的现代性”这个范式替代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现代化”模式。流转历史、历史的逻辑、对话式超越、思想与实践在前反思状态下进入不同制度领域，以及“网络区域”等概念可以看作是进入新范式的初始尝试。第二、三和四章代表了更侧重方法论导向的章节，但它们也对有助于历史的理解。
          本书第一章《可持续性发展和超越性危机》阐述全球危机的性质、对普世主义愿景的追求以及这些愿景的问题，以及亚洲社会最近应对这些课题所作的努力。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为世界规划一个新的且更加公平的愿景，一个不再有新霸权的世界愿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尝试过从“天下”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超越性普世主义中寻找灵感。在这一章里，我将努力为理解后西方时代的现代性思考出一个超越性的概念和政治框架。
历史上看，普世主义曾是人类理想、原则和道德的来源。经由康德到马克思发展出的现代普世主义看来已经在退出历史，让位于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但如今人类最迫切的挑战乃是拯救自然；在有些地方，拯救自然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超越性目标。但是实现拯救自然的目标将需要超越排他性的国家主权。跨国界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与准政府组织与跨国机构对实现这一目标同等重要。更早的对话性的超越途径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方法，将个体、社群、环境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第二章《流转历史观和竞争历史观》将发展“流转历史”这个概念并为其提供历史案例。这一概念是对“国家现代化”叙事中主权的批评的基础。当然，叙述过去对于任何想要以集体形式存在的群体而言也许都是必须的。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这些叙事不仅包含根本的区别和争议，而且还与普世的和宇宙的时间相关联。除魅的现代政体的出现和竞争型国家的崛起在历史上会合：这些竞争型国家将自然和人类视为容许被国家动员的资源和生命权力（bio-power）。对于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具体化的线性历史观念对这一动员至关重要。但讽刺的是，就在线性历史成为历史学统治模式的那个时代，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如火如荼地推进着，而这些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也在被全球流转的力量塑造着。
虽然叙述集体形成的历史对于地方或国家的社群建设依然重要，但是这些叙事还受制于权力结构。学者已经在给定社会内部分析过这些权力结构，而我的目标则是观察那些将全球流转的角色驱逐到历史之外的意识形态结构。事实上，这些全球流转不仅使形成特定社会成为可能，还参与了它的历史形成过程。过去几千年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历史发展是在欧亚各国间流转和共同体验的。这一事实为以上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作为实例，我会探索近代前期知识、技术和观念的交换。这个案例是很好的思考素材，因为那个时代各种文化对过去特殊的看法与地方或普世的目标一般并不矛盾，而国家领土和文化疆域也没有重合。如果根本的历史不是对国家、文明以及其它有边界主体的线性和排他的叙述，而是离散、交叉引用、流转和共同经历的，那么国家主权这一概念可能会受到何种影响？
第三章《全球现代性的历史逻辑》继续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和重估历史社会学所需要的概念。如果说世界早在一千年多前就已经是互相联系的，那么过去几百年正是资本主义将这个世界更密集地联系在了一起。现代化理论一直以来在规范上就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它忽视了资本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扮演的多重角色，而这些区域一直以来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现代化理论的替代方案，我将利用全球现代性的逻辑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长时段”（long dureé）的理解。这种逻辑可以解释现代社会新出现的、预料之外的一些方面，尤其是站在中国和整个亚洲的角度上看。
 复杂性理论和“大历史”，尤其是脉动中的全球交换网络，允许我们通过三种逻辑理解变化：资本的逻辑、政治体系的逻辑和文化的逻辑。文化逻辑在我这里是指主体性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这些“逻辑”试图在且仅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范围内掌握变化的模式。虽然政治和文化在过去两个世纪经常被迫对资本的逻辑作出反应，但正如社会主义的历史所显示的，它们也展示出很大自主性。
虽然资本的主导逻辑可能是“去领土化”的——突破所有疆域去寻找市场和资源，但中心和边缘还是它内在的特点。当前这个时代不仅对中心和边缘重新作出了领土划分，将其疆界从国家之间转移到国家内部和跨国领域，还在地理范围外将中心和边缘边界重新空间化（例如网络世界的划分和集合）。从政治上看，以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的特点“识别错误（misrecognition）” 所造成的张力。这种识别错误的背景是：国家为了在一个无政府和竞争性的世界中寻求主权，必须以世界为对立面来构成自身。文化的逻辑在“文化”和“文明”之间展开：一边是以全球网络为载体，在无人注意中流转的“文化”，另一边则是常常以制度化超越为载体，以有意识的转型（intentional transformation）为变动方式的“文明”[footnoteRef:1]。这些建立在超越理想上的运动如何试图控制、塑造和授权流转的形式，当它们自身可能也在被全球流转所塑造？ [1:  这里“文化”和“文明”原文是culture和Culture。“文明”特指制度化的且具有自觉意识的高级文化。] 

这些逻辑分解了特定国家领土中的制度集合。现代历史起源于事件对逻辑的冲击。作为实例，我将从亚洲的角度考察冷战的结束。我认为，某些超越性运动（伊斯兰革命、毛泽东主义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对于冷战秩序的瓦解，发挥了与西方其它发展同等重要的作用。资本、政治和文化配置结构在冷战以来的转型倾向于在全球社会的不同层次上使民族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服从于资本的利益。虽然资本、政治和文化的这种合谋对资本管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多种形式的公共私营合作制（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和社交媒体，特别是公民社会网络的蓬勃发展所创造的新契机为我们平衡这些逻辑提出了新的模式。而文化的自主性是公平的平衡的根本条件。而只有公平的平衡才能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方案。
这之后的三个章节将在亚洲现代性的框架下探索文明和文化的历史逻辑，尤其是它们在超越性权威和流转历史之间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逻辑。我将会研究超越性的来源和形式，并讨论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如何被认识和实践的。在这些章节，我将考察那些反映了新教化（Protestantization）、世俗化、精神化和国家化的流转性思想（circulatory notion）是如何影响亚洲超越性传统的。在此基础之上，我还将展示这些亚洲传统在自我和集体形成的领域里是如何让自身适应全球现代性，又是如何改变全球现代性的。
第四章《对话式超越和激进式超越》。在这一章，我将欧亚大陆的超越性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激进式超越。它主要与创世主上帝的绝对概念相关联；另一类是更具对话性的宗教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超越与内在，多神教，泛神论以及多种宗教实践交织在一起。这种区别两种传统的方式允许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传统内的对话式的思潮以及非亚伯拉罕超越思想中那些极端的趋势。本章将比较详细地描述亚洲各式各样的对话式超越传统，讨论它们在亚洲流转、存活和兴盛的历史和制度语境，尤其是大中华和大印度文化区域。这些社会中的宗教精英、知识分子、教派和社群是如何适应和吸收这些多元性和流转现象，或者将其纳入等级秩序之中？本章的另一个问题是探讨不同的修身养性的实践和技巧，并关注它们的那些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使这些实践或技巧倾向于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或教义特点。。 
此外，本章还将各种对话式超越的哲学预设和涌现（emergence）、复杂性理论和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等思想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这样做是为了展示这两套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共享某种对主体与客体的非二元论预设的。这些哲学作为激进式超越性的宗教—科学的替代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在最近几个世纪却被边缘化了。它们哲学能够相互合作，创造一个对于世界和自然的更完整协调愿景。在这个愿景中，世界将不仅仅是人类欲望和控制的对象。虽然这种哲学对可持续发展很难说是充分条件，但它的哲学价值的确是必要的。 
第五章的题目是《大中华地区的对话式超越与世俗民族主义》。主要通过殖民帝国的渠道在亚洲流转的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超越理想虽然要等到二十世纪中叶甚至更晚才制度化，但它们从19世纪开始在已经大多数亚洲社会以清晰可辨的形式出现了。在这一章里，我将探索这一过程在东亚的发展。在东亚，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制度化要比亚洲其它地区大约要早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存在半自主、半殖民，但不是完全殖民化的国家。为了更好追踪这些变化的影响，我将考察晚期中华帝国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在清朝。当民间宗教中的部分派别和团体包容宗教多样性的时候，它们使用的对话式超越的方法都有哪些？在晚期中华帝国，将“身”与本地与普世价值连接在一起的修身技巧都有哪些？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案例在大部分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教派化社群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也躲过了印度和日本出现的，以信仰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渗透。但如果说中国的案例避开了这些发展，那么它也曾压制并继续在应付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在国家-精英与大众宗教信仰之间的纵向分隔——而不是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在信仰和超越的领域中面临不同教派竞争。很大程度上, 正是因为我们对亚洲宗教的看法是建立在亚伯拉罕信仰中的极端范畴之上的，我们才看到宗教在中国是具有火药味的问题，而世俗化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用处却不大。本章最后将对现代日本教派化宗教命运稍作讨论，作为中国案例的比较性附记。
在第六章《世俗主义和超越之间的穿梭往来》中，我将考察若干个亚洲宗教传统。这些传统在19世纪尝试适应从强大的西方舶来的新宗教模式。它们的反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自我—他者”为中心使原来宗教教派化。他们感觉到教派化对于民族在新的世界环境下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另一种是发展现代灵修主义领域，并以此作为自我和集体形成的来源。这经常会要求他们将世俗和宗教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有时两种应对方式会结合使用。
我将尝试通过发展宗教和世俗领域之间“穿梭往来 (traffic)” 的概念，更好地理解亚洲的世俗化进程。“穿梭往来”属于社会内部流转的一种。它在这里是指原来与历史上的（或其它文化的）宗教相关的特点和性质在构建世俗领域的过程中的重新分配。反过来看，它也指那些常常被认为是属于政治领域的现代因素——例如公民权——流入到新成立的宗教。我们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中新教伦理渗透到资本主义实践，以及卡尔∙斯密特的概念下教派原则塑造民族形态看作“穿梭往来”的主要例子。           
 我还将讨论最近关于世俗化的辩论。我将分析现代亚洲历史上的若干插曲、人物和实践，并以它们为实例证明以下事实：超越性及其它宗教思想常常不会消失，而是会转移到其它空间和制度，在具有生命力的同时也具有约束力。我就以下方面，考察现代亚洲历史上一系列的“穿梭往来”：仪式、信仰、义务、内在性（interiority）、魅力 （charisma）、精神、修身实践和技巧、公民权的政治神学、革命与国家，以及那些在宗教实践和世俗制度之间穿梭往来的事物。这一章将比较深入地分析一些印度方面的材料，这是因为超越性与世俗主义在印度都发展成了边界分明的领域，印度也就自然成为观察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实验场。“穿梭往来”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理解超越在当代世界可以如何被重新想象，无论它是通过民族主义、灵修主义还是文化自主（cultural autonomy）的形式出现。 
第七章是《亚洲流转区域和可持续发展网络》。在当代世界，区域主义伴随着全球化。我们应该注意区域联合体的（及其构想）的出现及强化，像欧盟、北大西洋自贸区 (NAFTA)、 南美自由贸易组织（MERCOSUR）、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3、+6和东亚峰会等等。大部分相关文献从全球经济和战略竞争的角度看待区域主义。虽然竞争这个维度是不可否认的，但我选择从流转力量和流转网络的角度来看待它。流转力量和流转网络不仅创造了这些社会的相互依赖，而且常常会再造它们相互依赖的方式。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认真看待这些跨国性努力还有一个更让人信服的理由：人类社会现在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共同管理区域性的公共资源，有朝一日还有全球的公共资源——这些资源关乎人类生存，因而不能被任何一个私人组织或国家所垄断占有。今天的区域主义可以成为一个新兴的却不稳定的空间：一个协调各国财富的全球性来源和各国问题的全球性来源的空间。
我们称为“亚洲”的区域从来都主要是一个网络化的区域。历史上幅员辽阔的帝国，包括近代的殖民帝国，都曾推进或者阻碍过网络化进程。但这些网络的影响力从来都是极其强大的：它们使历史流转成为可能，而历史流转又导致货物、知识、技术的交流，尤其是在整体上改变了文明的宗教交流。我将讨论在海洋亚洲运行和发展起来的一些网络的作用及条件。接着，我还将评估当前的亚洲社会和经济——主要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围绕着东盟所展开的一些新兴活动的意义。这些活动不仅造成了这些社会在经济领域上的相互依赖，还重新激活了它们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流转和交换。它们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修改现行国家主权的模式来解决。
比如，当今的跨境制度安排 （Trans-border regimes）对于管理跨境河流的水资源以及环境、传染病、安全和劳工移民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必不可少。应对地球可持续发展危机需要另一种超越国家排他性和构建共享主权基础的目标。我将考察若干个本区域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动。面对巨大挑战，这些社会运动成功地与全球和区域的合作者建立了关系联络，以推进其议程。
结论和后记将概括全书主要观点及其之间的关联。对于本书尚未解决的几个根本问题，这一章还建议了一些思考方法。这就包括将公共资源当作一个神圣不容侵犯的新的超越领域的初步想法。我还将说明高度网络化的市民社会及其盟友愈发重要和角色和意义：它们正在投身于不同规模的的活动，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思想，例如神圣树林(sacred grove) 和科学问责（scientific accountability）。它们正在努力崛起为可持续发展的监督者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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